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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会网络视角下，对鲁东南沿海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整体网络和节点（聚落）的综合

考察可发现，龙山文化早期社会网络规模更大且更为复杂，但两城镇、尧王城、河头等中心聚落所在

区域的网络形态存在明显差异，可能表明不同中心与周边的互动关系存在差别。龙山文化中期，北部

河头遗址网络规模大幅收缩并出现分裂；而南部日照地区网络总体延续，两城镇遗址在区域网络中

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此外，对特定区域内陶器的化学成分分析可为恢复社会网络提供重要物质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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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
work Analysis）在包括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在内

的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相当大的应用和普及［1］，

同时也引起了国内考古学者的关注［2］。社会网络

分析是研究社会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方法，

其基本构成是点（node）和线（link/tie），点代表社

会成员，线代表社会关系［3］。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

角和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关于古代社会群

体如何联系，这种联系又是如何随时空而改变的

崭新认识，有学者甚至认为网络科学提供的强大

框架使得关系成为考古学优先讨论的重点［4］。因

此，将新兴的社会网络分析与现有的区域研究方

法相结合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和阐释古代社会群

体的互动关系和交往模式。考古资料表明，龙山

文化时期伴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及区域中心

的形成，区域内部以及跨区域的社会互动也更加

频繁［5］，然而，不同区域在社会组织、财富分配以

及互动模式等方面展现出较多差异［6］，很难用一

种线性演化模型进行概括。因此，本文目标并非

要对整个龙山文化时期社会互动进行考察，而是

关注特定区域的社会组织和互动模式。本文将选

取系统考古调查和聚落形态研究比较充分的鲁

东南沿海地区来考察龙山文化时期社会互动复

杂性和多变性，并尝试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

该区域龙山文化不同阶段的社会互动关系及其

变化进行探讨。

二、研究方法

乌里可·布兰德斯（Ulrik Brandes）等将社会

网络分析分为三个主要步骤：一是识别将过去的

现象；二是抽象为网络概念；三是用网络数据进

行表达［7］。安娜·科勒（Anna Collar）等在其文章中

列举了如何将考古学所揭示的社会或文化现象

抽象为可进一步分析的概念，比如探讨古代社会

的贸易过程可以抽象为“社会实体参与多种商品

和商业信息流动互动的聚合模式”［8］，以便进行数

据收集和提取。陆青玉等则将网络分析划分为建

立数据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导入、数据分析、数

据可视化、网络解读和结论七个步骤［9］。

本文研究的区域为鲁东南沿海地区，该区域

由多个沿海盆地组成，东邻黄海，西依五莲山脉，

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本文研究时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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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视角下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互动

龙山文化时期（2600BC—1800BC），海岱地区龙山

文化通常分为早中晚三期，但鲁东南沿海地区较

少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聚落，且这种现象在整个

山东东部地区也较为普遍［10］，因此在具体分析时

只讨论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中期。本文将利

用中美联合调查队鲁东南区域系统调查的龙山

文化早期、中期的聚落数据（其中 1995—2008年
度的调查数据已经在《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

调查报告》中发表［11］），包括聚落分布和规模等级

信息，以对龙山文化时期鲁东南沿海地区社会互

动网络进行初步分析。

如何将考古数据抽象为网络概念是网络分

析的关键，本文将同期的聚落视为网络节点，而聚

落之间的关系为网络连线。网络数据可以通过四

种类型的关系进行连接：相似性、社会关系、互动

和流动［12］，而以空间距离作为网络连接方式适用

于不同尺度上的网络分析［13］。本文以地理空间的

相似性（即邻近性）作为建立聚落间关系的原则。

通常来说，空间上邻近的聚落存在更为密切的社

会互动，包括人口、物质和信息的流通。在具体分

析中以区域内一种较短的互动距离作尝试，即日

常互动距离。切萨雷·马尔凯蒂（Cesare Marchetti）
等学者对传统定居社会的研究指出，人类日常活

动距离在每天 5千米左右，而且有每日返回居住

地的倾向［14］。杨懋春对 20世纪 30年代山东沿海

村落台头村的研究表明村民的日常互动距离与

周期性集市的位置有关，且很少超出集市的范

围［15］。韩茂莉对近代山西乡村的社会研究得出类

似结论，认为“涉及村民社会交往活动的集市交

易之外，还有婚姻、祭祀等，其中通过集市交易构

成的社会交往范围奠定了所有其他活动的基础，

其他活动建立的空间关系大多叠加在集市交易

圈之上，其范围大约十里八村，一般不会超出一

日往返路程”［16］。由此，本文将聚落的日常互动范

围界定在 5千米内，并假设每个聚落与周边 5千
米内的其他聚落都存在互动的可能性。

分析网络数据包括多种方法：宏观上的整体

网络分析以整个网络的规模、密度、凝聚程度为

分析对象；微观上的自我中心网络分析以节点在

网络中位置的重要程度为分析对象，其中最核心

的概念是中心度［17］；介于两者之间还存在一种以

网络中小团体为分析对象的方法，称为“凝聚子

群”，有助于观察网络中的节点的集聚情况。在具

体分析中，本文主要应用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

和中间中心度三种中心度测量方法。尽管每种中

心度都有不同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但大致可以认

为中心度越高的节点重要性越高。度中心度定义

为“与一点直接相连的其他点的个数”，是最简单

和直接的一种测量方法。接近中心度的测量涉及

不同节点之间的“距离”，网络中两点间距离指的

是从一点到另一点所经过的线数来表达，相邻两

点距离为 1。接近性测量的是“距离和”，即一点与

其他各个点之间的捷径距离之和，一个距离和比

较低的点与其他许多点都接近，即有更高的接近

中心度。接近中心度更高的点更接近网络的几何

中心，而这意味着它可以用更短的路径来分享和

获取资源［18］。中间中心度，旨在测量一个点在多

大程度上位于图中其他点的中间，一个点的中间

中心度为该点作为图中任意两个点建立的最短

路径中经过该点的比例，中间中心度点高的点被

认为起到控制资源流动的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占

据了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也有研究称这类节点

为“桥梁”，具有桥梁功能的遗址对区域内人口、

资源和信息流通产生重要影响，桥梁遗址的位置

可能暗示着中心性遗址间的交流路径［19］。

三、龙山文化早期：复杂社会网络的形成

龙山文化早期共 311个遗址组成 22个大小

不一的子网络（图一、图二［20］），聚落数量超过 10
个的网络共有 4个，自北向南分别位于AI、BI、CI
和DI；聚落数量在 5～10个的网络有 7个，主要位

于调查区北部和日照地区南部（E—L）；另外还有

11个聚落数量在 2～4个的简单网络和 13个孤立

聚落（点度数为 0），散布在主要网络的边缘。表一

统计了聚落数量至少为 5个的网络。在规模较大

且比较复杂的网络中，本文又根据网络结构进一

步划分了多个“子群”结构，子群的划分结合了GN
算法［21］和节点的空间分布。如BI网络划分为BIa、
BIb、BIc三个子群，从空间上看分别位于三个地理

单元，并组成一个三角结构；CI网络同样划分为

CIa、CIb、CIc三个子群，空间上呈东西向排布；DI
网络划分为DIa—DIf六个子群，空间上大致呈南

北向排布。

龙山文化早期的社会互动网络的构建展示

出诸多信息。首先从整个区域看，南部地区要比

北部地区社会网络要复杂得多，并形成了四个规

模较大的网络，表明南部地区社会互动程度比北

部高，这应与聚落数量和人口密度有关。其次，即

使在网络较为密集的南部沿海区域，不同网络所

反映的社会互动模式也存在差异。AI网络的密度

最高（0.438），平均距离也较短（2.0），表明聚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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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更为紧密；而DI网络的密度最低（0.1），同时平

均距离也最长（6.5），这与 DI所覆盖的区域较大

但各子群之间连接较少有关。其次，度中心度较

高的聚落基本位于各网络密度最大的子群，且在

AI、CI和DI网络中靠近区

域中心，原因在于接近区

域中心聚落数量通常较

多，有研究者认为，一个

遗址拥有的纽带越多，拥

有的权力就越大，它们更

少地依赖任何特定的其

他参与者［23］。与度中心度

不同的是，中间中心度较

高的聚落通常位于核心

区域的外围或各子群之

间，这些遗址一般度中心

度和接近中心度不高（图

三［24］），但由于处于各子

群之间联系的必经之路

上，因此承担着子群间联

络的“桥梁”作用，如网络

D中高介度的节点组成的

图一// 龙山文化早期网络

表一// 龙山文化早期社会网络［22］

网络名称

AI

BI

CI

DI

E

F

G

H

I

J

K

L

节点数（个）

18

42

73

80

8

5

8

6

7

7

5

6

连线数（条）

67

173

560

317

18

6

12

9

13

13

9

15

网络密度

0.438

0.175

0.213

0.094

0.643

0.6

0.429

0.6

0.619

0.619

0.9

0.833

平均距离

2

3.2

3.3

6.5

1.4

1.5

1.8

1.5

1.5

1.5

1.1

1

平均点度

7.44

7.69

15.31

7.69

4.5

1.2

3

3

3.71

3.71

3.6

5

最高点度

11

13

31

21

6

3

5

4

5

5

4

5

注：主要网络 I表示龙山文化早期

图二// 龙山文化早期聚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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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结构，成为联系南北两个中心的重要通道，

可能反映了古代交通路线。建立在最优路径的基

础上，惠夕平应用GIS技术恢复了两城镇与尧王

城之间两条南北向通道［25］，其中靠近内陆的一条

通道与网络D的长链走向较为接近。

在整体网络分析之后，我们需要关注网络中

的节点，特别是区域中心的网络位置。两城镇遗

址和尧王城遗址是鲁东南沿海地区龙山文化时

期的两个中心聚落，均经过多次发掘［26］。两个中

心分别位于DI网络的北部和南部，然而两者在中

心度上有比较大的差别：两城镇遗址所在地区节

点密集，因而两城镇遗址的中心度也更高（度数

为 23），与两城镇相邻的节点大多也相连，由此形

成一个复杂网络。相比之下，尧王城遗址所在区

域节点较为稀疏，其中心度也较低（度数为 2），这

表明两个中心聚落与周边的互动关系可能有较

大区别。结合聚落形态研究，两城镇遗址规模为

187万平米，在其周围 5千米内就分布有 1个二级

聚落（丹土遗址［27］）和 4个三级聚落，聚落等级较

为清晰，而尧王城虽然规模更大（367万平方米），

但周边遗址不仅规模较小而且更为分散，距离其

最近的一处次级中心井沟遗址接近 10千米［28］。网

络分析与聚落形态分析相互印证，均表明两个区

域中心可能采取不同的政治管理和社会组织

体系。

北部的河头遗址［29］可能代表了又一种社会

组织和互动模式，BI网络拥有比较独特的网络结

构，三个子群分别占据三个地理单元，呈掎角之

势，且三个子群的节点数量、连线密度相差不大，

表明各子群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内部的紧密程度

相似。河头遗址（344万平方米）属于偏西北的BIa
子群，另外两个子群也存在各自的区域中心，南

部BIc子群的中心为蒋家庄遗址（189万平方米），

东部 BIb子群的中心为大新庄遗址（92万平方

米），BIc子群与BIa子群通过BIb子群相连。从地

理位置来看，河头子群与大新庄子群关系似乎更

为紧密，大新庄遗址可能是河头遗址控制海湾地

区的次级中心，而蒋家庄子群与河头中心遗址的

关系则相对疏远，考虑到蒋家庄遗址的规模虽然

小于河头遗址，但与两城镇遗址相当，因此其在

图三// 龙山文化早期主要网络中心度

1.度中心度 2.接近中心度 3.中间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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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湾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由此

可以认为，河头遗址虽然是该区域的规模最大的

中心聚落，但从网络结构看其存在两个结构性问

题：其一是与本区内其他聚落的联系较少（中心

度只有 6），无法起到连接甚至桥梁作用；其次由

于蒋家庄遗址的存在，其对琅琊湾地区的控制相

对较弱，进一步讲，河头政治组织可能与蒋家庄

政治组织存在竞争关系。

四、龙山文化中期：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

网络结构本身是静态的，只有将其放置在时

间框架中才能观察其结构的变化。巴巴拉·米尔

斯（Barbara J. Mills）等在美国西南部地区的网络

分析采用了 50年为标尺的时间框架，由此观察出

人口迁徙如何影响社会网络的发展［30］。聚落形态

研究表明，龙山文化中期，鲁东南沿海地区发生

的最大变化是北部河头遗址的衰落和区域性人

口水平的下降，而南部的两城镇遗址则在区域中

扮演更为重要的作用［31］。网络分析可以提供更多

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观察和解释。

龙山文化中期 201个遗址组成 20个网络结

构（图四、图五），聚落数超过 10个的网络有 4个，

5～10个的网络则只有 3个，另外还有 13个聚落

数量在 2～4个的简单网络和 18个孤立聚落。从

节点数量和连接数来看，主要网络规模有较明显

缩小。

网络 AII和 BII分别是由 AI和 BI演化而来，

从节点数、连接数以及空间分布来看，这两个网

络规模明显收缩，其中后者的变化更为明显。BII
仍可分为两个子群，BIIa、BIIb与 BIa、BIb之间有

明显的承继关系，但连线密度明显降低。龙山文

化早期BIc子群（蒋家庄子群）脱离了网络B，演化

为简单网络，这可能表明蒋家庄聚落群与河头聚

落群联系的断裂，并且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整

个区域网络的收缩和瓦解。这与聚落形态观察到

的龙山文化中期胶南地区聚落和人口大幅度减

少的现象相印证。

网络C和网络D从网络结构上看没有显著变

化，但 CII网络的聚落数量和连线数较龙山文化

早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从结构上看，网络CII可以

分为两个子群（CIIa和 CIIb），基本上延续了龙山

文化早期的结构，唯一的变化是位于潮河流域的

CIc子群演化为独立的网络N。从中心性来看，网

图五// 龙山文化中期聚落形态图四// 龙山文化中期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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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C的中心仍然位于东部，可以看出该区域的遗

址仍保持着较高的关联度。网络D仍是沿海地区

最大且最复杂的网络，相较于龙山文化早期，聚

落数量略有减少，但连接数不减反增（表二），六

个子群基本维持原来的结构，只是在内部发生聚

落数量的变化。DIIa子群（两城镇）依旧是网络密

度和连接数量最高的聚落

群体，与两城镇遗址相连的

节点从 17个增加到 22个，

节点联系的紧密程度有所

增加（图六），表明两城镇遗

址的中心地位不断提高。接

近中心度较高的遗址也均

位于两城镇子群内，甚至要

比龙山文化早期更靠近两

城镇中心。同时两城镇子群

的网络有向北延伸的趋势，

暗示两城镇中心尝试与潮

河以北的聚落建立密切联

系。尧王城所在的 DIIf子群

与龙山文化早期相比变化

不大，表明区域互动模式基

本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在尧

王城的西部出现了新的网

络 O，该网络包含了部分龙

山文化早期网络K和 J的部

分聚落，可以认为是两个小

网络进行了重组，可能表明

尧王城与其西部的联系开

始加强。

从龙山文化早期到中

期，可以观察到至少四种社

会整体网络演化过程（图

七、图八）：（1）延续。指网络

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的过程。网络 D基本延续了

龙山文化早期的网络结构，

网络中心基本上没有发生

变化，两城镇所在子群始终

是网络的核心，表明该区域

社会组织总体比较稳定。

（2）分裂。指部分节点或子

群从原网络中分离出来并

形成新网络的过程。如网络

N的形成，分裂现象出现主

要是由于重要连接点（桥

梁）的消失导致的。（3）重

组。指多个网络进行重新组

表二// 龙山文化中期社会互动网络

注：主要网络 II表示龙山文化中期

网络名称

AII

BII

CII

DII

O

M

N

节点数（个）

7

11

38

69

11

5

6

连线数（条）

18

20

174

346

24

10

9

网络密度

0.429

0.182

0.248

0.133

0.4364

1

0.6

平均距离

1.1

1.9

3

6.4

1.8

1

1.4

平均点度

5.43

3.64

9.26

10.03

4.36

4

3

最高点度

6

6

18

25

6

4

5

图六// 两城镇遗址个体网络演化图

1.龙山文化早期 2.龙山文化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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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成不同于重组之前任一网络的过程，同时

也伴随着新的网络中心的形成，如网络O的形成

过程，但这一过程仅在小区域内发生，似乎并没

有对社会整体产生较大影响。（4）简化。指网络规

模（节点数和连线数）显著下降，网络结构简单化

的过程。在沿海地区中部和北部非常明显，网络

A、B和C都有不同程度的简化。当然，以上几种过

程也会同时发生，比如网络

C在简化的过程中也分裂出

新的网络，而网络 C也一定

程度上延续了龙山文化早

期的社会结构。因此，类型

划分并非绝对的，只是帮助

我们理解不同区域社会网

络演化的差别，日照地区总

体比较稳定，社会互动基本

延续了龙山文化早期模式；

而北部两区域均发生了显

著的简化过程，特别是胶南

地区的网络 B，网络中心的变化可能反映了社会

互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五、来自陶器成分分析的证据

基于陶器化学成分的定量分析可以提供有

关古代社会陶器流通的直接证据，也有助于重建

社会互动网络。陆青玉等对鲁北地区丁公、桐林

等遗址的白陶产品的化学分析表明大型聚落在

图八// 龙山文化早期—中期社会网络的演化

图七// 龙山文化中期网络中心度

1.度中心度 2.接近中心度 3.中间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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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陶流通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2］。在

《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以下简称为

“《两城镇》”）报告中，研究人员对两城镇及其周

边区域内采集的龙山文化时期泥质陶器进行了

化学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日照沿海地区可能存在

多种陶器交流模式，精致的泥质陶的流通可能反

映了两城镇、尧王城等政治中心间的社会互

动［33］。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模型对该研究中所得部

分结论作进一步解读，而新模型建立的原则基于

以下假设：不同遗址发现具有相似陶土成分的陶

器可能反映遗址内部群体或个人以互惠、商品交

换等形式参与了陶器流动过程，并与陶器生产地

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根据《两城镇》报告中陶器的化学成分分析，

龙山文化早期样本被分到三个组中，同组的化学

成分相近，暗示可能存在共同的来源。笔者根据

“遗址内成员是否参与了某组陶器的流通网”尝

试建立遗址之间的 2-模网络（图九）。不同于前文

基于距离的 1-模网络，在 2-模网络中存在两种类

型的数据：一类是遗址，代表了陶器交换活动的

参与者；另一类是成分不同的陶器组，比如两城

镇遗址是唯一参与A、B、C三组陶器交换的遗址，

表明其广泛参与到本地以及跨区域的交换当中。

A组的参与者均来自日照地区北部，均为前文D
网络中D1子群内的节点，表明其交换范围相对有

限，但由于涉及遗址较少，尚难确认是专门为某

个遗址生产的［34］。相比之下，参与 B、C组交换的

遗址更多，尤其是B组，从最北端的西寺遗址到最

南端的尧王城遗址，南北之间直线距离在 50千米

以上。通常来说，商品的运输距离与其价值有关，

价值大的商品更可能参与到远距离的贸易当中，

至少部分补偿距离成本［35］。因此，作为价值较低

且不宜长途运输的陶器更可能是通过若干次近

距离交换（如 5千米互动圈）到达距离较远的遗

址，而网络D的长链结构很可能作为联系南北的

重要通道，未来需要对中间中心度较高的遗址所

出的陶器进行检测以寻找交换中心。

龙山文化中期样本分为 6个组（A—F），从网

络图可知，两城镇参与了四个组的互动，尧王城

和大桃园参与了三个组的互动，为中心度较高的

节点。值得一提的是，大桃园遗址［36］在龙山文化

中期规模明显增加，成为一处 III级中心，并且是

网络DII中间中心度较高的遗址，承担连接南北

区域的枢纽和桥梁作用，有利于其获得来自北部

或南部生产的陶器。此外，龙山文化中期几乎每

个组的参与者都包含了来自北部和南部的遗址，

显然龙山文化中期的陶器互动网络比龙山文化

早期更为复杂，这与前文所述的网络DII连线数

和网络密度增长可相互印证。虽然该项研究涉及

的遗址并不多，还无法建立起沿海地区的陶器互

动模式，但为今后的社会网络研究指明了一个

方向。

六、讨论

网络分析有助于考古数据可视化和探索考

古数据之间的关系结构［37］。本文基于空间距离的

网络分析旨在提供龙山文化时期社会互动的一

种简单的假设和模型，还需要与其他方式或数据

集所建立的模型相结合，方能更有效地对龙山文

化社会人口、物质流通和交换提供更多的信息，

来自陶器化学成分分析的证据可以提供一些关

于社会互动的直接证据，再如基于区域内多个遗

址陶器类别和装饰建立起来的流通和交换网

络［38］。比如，日照丹土遗址［39］和东海峪遗址［40］曾

出土了两件风格非常相近的薄胎高柄杯，类似现

图九// 日照地区陶器互动网络

1.龙山文化早期 2.龙山文化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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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存在于两城镇遗址［41］和三里河遗址［42］之间

（图一〇），陶器类别和风格的相似性反映了遗址

之间存在物质、风格或技术的交流。

而从区域研究角度，无论网络结构以何种方

式分析和呈现，都需要与聚落形态以及人口研究

的结论进行对比分析和互证。通过对比发现，本

文中网络分析与聚落形态、人口研究的多数结论

和观点可以互相印证，尤其是区域聚落和人口发

展程度与整体网络规模和复杂程度的关系，另外

还包括区域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表三）。同时，

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诸多关于社会组织结构的

新认识，比如两城镇遗址中心度较高，与周边聚

落关系比较密切，而尧王城遗址则相反，反映出

两者与周边聚落互动模式的差异：两城镇更强调

层级化，重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和联系；而尧王

城更强调中心化，吸纳周边地区的人口和资源。

河头遗址虽然是胶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聚落，但其

中心度较低，网络位置相对边缘，表明与区域内

其他聚落的联系并不密切，且南部的蒋家庄遗址

同样占据重要位置，其与河头遗址可能存在政治

上的竞争关系，而政治关系的不稳定甚至对立可

能导致了龙山文化中期该区域社会政治组织的

瓦解。此外，社会网络分析表明，一个聚落的重要

性不仅体现在规模上，而且体现在其网络位置

上。一些聚落本身规模较小，在聚落形态分析中

很少被关注，但由于它们在网络中扮演“桥梁”作

用（如网络D中大桃园遗址），其在区域互动的重

要性就不能忽视。

图一〇// 鲁东南沿海地区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高柄杯

1.丹土M4008︰7 2.东海峪上层文化墓葬 3.三里河M2100︰5 4.两城镇M38︰1

表三// 聚落形态、人口演化与社会互动网络结论对比［43］

地区

日照地区

胶南地区

胶州地区

龙山文化早期

聚落形态和人口

人口快速增加，出现两城镇

和尧王城两个中心。两城镇

地区聚落等级分层清晰，尧

王城周边聚落较少

人口快速增加，河头遗址为

区域中心

聚落和人口数量较少，缺乏

区域中心，与南部的联系较

弱

社会互动网络

出现规模最大的网络 D，两

城镇所在区域网络密度最

大，中心度高；尧王城地区网

络密度小，中心度低

出现网络 C 和 D，各分为三

个子群，河头遗址位于网络

D的边缘，中心度较低

网络规模较小，复杂程度较

低

龙山文化中期

聚落形态和人口

人口保持稳定，聚落形态没

有太多变化。两城镇规模持

续扩大，尧王城基本不变

人口急剧下降，河头遗址衰

落，周边主要遗址规模缩小

或消失

聚落和人口的数量有所下

降，区域南部比北部下降程

度大

社会互动网络

网络D延续，两城镇地区仍

是中心度最高区域，两城镇

子群有向北延伸趋势。尧王

城西部出现新网络

网络 C 简化并分裂出新网

络；网络B简化，蒋家庄子群

分离为简单网络

简单网络和大量孤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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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网络方法在解释考古数据方面有很大

的潜力，特别是在区域尺度上［44］。本文通过将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与聚落形态方法相结合，表明社

会网络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区域社会的互

动关系和组织模式的差异性和多变性，是对聚落

形态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今后的研究不仅需要

进一步推进陶器、石器及其他物质的科学分析，

还要考虑反映先民观念、信仰方面的信息，将聚

落之间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关系纳入网络分析当

中，从更多角度分析区域社会的互动模式和演化

规律。

（附记：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Gary M. Feinman和Linda M. Nicholas教授提供了

系统调查获得的龙山文化时期聚落数据，山东大

学的陈雪香、陆青玉老师对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宝

贵的建议，在此予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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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teraction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from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Shandong

WANG Zheng-liang FANG Hui
(School of Archae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settlements in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region of Shandong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reveals that early Longshan social networks were larger and more complex. However,
there were notable differences in network patterns between major settlements such as Liangchengzhen,
Yaowangcheng, and Hetou, suggesting varying interaction dynamics between centers and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By the mid-Longshan period, the network around Hetou in the north contracted significantly and frag⁃
mented, while the Rizhao region’s network remained stable, and the importance of Liangchengzhen increased
within the regional network. Additionally, chemical compositional analysis of pottery provides valuable mate⁃
rial eviden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se social networks.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ettlement patterns; Longshan period; southeastern coastal Shan⁃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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